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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地方实践与妇女解放问题:

兼评丛小平《革命中国的婚姻、法律与性别，1940－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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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39 年《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颁布后，边区法院做出了系列司法修改和调整。丛小平的近期研究《革命中国的

婚姻、法律与性别，1940－1960》详细考察了这一过程及其背景和影响。她指出，边区政府在施行婚姻法改革的过程中积极考

量、吸纳了地方风俗和司法实践经验，出现了从婚姻“自由”到“自主”的核心法制理念的变化。这一立法司法建制过程体现了

中共革命“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路线，激发并肯定了农村妇女的“自主”能动性，并没有背弃其妇女解放的承诺。

这一研究回应和修正了 20 世纪 80 年代英文学界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妇女解放的主流观点，体现了新世纪以来中外学界关于

社会主义革命和妇女解放问题研究的新趋势，具有鲜明的方法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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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1939，a Marriage Ｒegulation was issued by the newly established Shaan-Gan-Ning Border government l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e government soon made a series of amendments and adjustments to the marraige regulation． Cong Xiaoping's recent

study，Marriage，Law and Gender in Ｒevolutionary China，1940－1960，provides a detailed historical account of the causes and effects of

these amendments and adjustments． Cong points out that the Border Ｒegion government took into great consideration the local customs as

well as experiences gained from local juridical practices，and that this consideration resulted in a significant legal terminology change

from ziyou to zizhu． She argues that this process of legislative and judicial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embodie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revolutionary principle of“from the masses，to the masses”． During this process，the peasant women were able to make decisions

on their own and the SGN Border government did not turn back on their promise to liberate women． Cong's study is a major revision of

English literature originated in the 1980s on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the problem of women's liberation． This study represents a new trend

in the history and gender studies of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women's emancipation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literature since the 21th

century and thus has its methodological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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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 80年代英文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20 世
纪 40年代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的婚姻法改革最终
在妇女的权利方面做出了妥协，延迟甚至背弃了社会

主义革命扫除父权制家庭及最终解放妇女的承诺①。
美国休斯敦大学历史系教授丛小平的新近研究《革命
中国的婚姻、法律与性别，1940－1960》( Marriage，Law
and Gender in Ｒevolutionary China，1940－1960)对这一论
说做出了修正［1］。丛小平研究的核心材料是 2000年左
右公开的 1937－1950年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档案和相
关口述史材料②。1939 年《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 以
下简称《边区婚姻条例》) 颁布后，边区法院修改和调
整了一系列司法。该研究详细考察了这一过程及其
背景和影响，指出边区政府在施行婚姻法改革的过程

中积极考量、吸纳了地方风俗和司法实践经验，出现
了从婚姻“自由”到“自主”的核心法制理念的变化，
这一立法司法建制过程体现了中共革命“从群众中
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路线，激发并肯定了农村妇女
的“自主”能动性，并没有背弃其妇女解放的承诺。
丛小平的研究体现了 21 世纪以来中外学界关于

社会主义革命与妇女解放问题研究的新趋势。这些新
近研究不再执着于“妇女解放”与否这一层面的问题，
而是转向婚姻、家庭和参政方式等妇女经历本身。这
样的转变建立在大量地方档案、社会史料和实地考察
的基础上，出现在 20世纪 80年代以来史学研究发生社
会史转向的大背景下。学者们深刻地认识到不同地
域、农村及城市的妇女经历复杂多样，地方群体参与社
会变革的方式也往往出乎革命政策制定者和学者的意

料。本文认为，在社会性别和史学研究都转向更加细微、
具象研究的整体趋势下，丛小平立足丰富翔实的经验研

究，展示了革命实践中地方与国家的冲突与融合，揭示出

中国共产党社会变革的社会性别面相，回应了妇女解放

的重要命题，具有鲜明的方法论意义。下文的讨论目的
并不在于覆盖该书的全部主题和内容③，而是仅就革命

地方实践和妇女解放这一问题，在 20 世纪 80 年代
以来的学术脉络中呈现和梳理该书的贡献与不足。
一、20世纪 80年代以来妇女解放的“日常智慧”

与革命史研究的社会转向

相对于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妇女解放是社会主

义革命特有的命题。19 世纪以来，欧洲、中国及其
他亚非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运动都明确地将妇女

问题列入其政治纲领。经典马克思主义和社会革命
学说指出，妇女投身革命是其实现彻底解放的唯一

途径。20 世纪 80 年代社会性别史研究兴起后，革
命是否兑现了妇女解放的期许，社会主义革命是否

实现了妇女解放，成为史学家尤其是一些具有批评

精神的西方史学家考察的核心。此时西方史学界率
先涌现出一批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妇女问题的研究。
中国领域的研究者发现，社会性别分工和传统家长

制仍然困扰着中国城乡女性，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

实现这些研究者期许中的“妇女解放”。这一时期
最有影响的三部著作都于 1983 年出版，包括朱迪
思·斯泰西( Judith Stacey) 的《中国的父权与社会主
义革命》( Patriarchy and Socialist Ｒevolution in Chi-
na) 、菲莉斯·安德思( Phyllis Andors) 的《未完成的中
国妇女解放，1949－1980》( The Unfinished Liberation
of Chinese Women，1949－1980 ) 、凯·安·约翰逊( Kay
Ann Johnson ) 的《中国的女性、家庭与农民革命》
( Women，Family and Peasant Ｒevolution in China)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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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作包括 Kay Ann Johnson，Women，Family and Peasant Ｒevolution i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3) ;
Phyllis Andors，The Unfinished Liberation of Chinese Women，1949－1980 (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3 ) ; Judith
Stacey，Patriarchy and Socialist Ｒevolution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 。
陕西省档案馆藏，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档案，内含立法司法的文件、工作报告、审判案卷、判决汇编。有关这批档案状况
的介绍，详见汪世荣著《新中国司法制度的基石》(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年) “前言”部分。丛小平的研究还批评性地
借鉴了大量国内边区法制史研究，陕甘宁地方志、地方史研究，英文学界相关法制史、革命史和妇女社会性别史研究。
全书分为三部分，涵盖了边区地方婚姻习俗与女性、司法实践与边区新司法体制的形成、性别政治文化建设。
关于这段学术史的记载，见 Gail Hershatter，“State of the Field:Women in China's Long Twentieth Century”，The Journal of A-
sian Studies，2004，63( 4) ，PP. 991－1065; Sonia Kruks，Ｒayna Ｒapp，and Marilyn B． Young，eds．，Promissory Notes: Women in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New York: Monthly Ｒeview Press，1989。近期关于这段学术史颇具批评视野的回顾见 Neil J． Dia-
mant，“Ｒe-Examining the Impact of the 1959 Marriage Law: State Improvisation，Local Initiative and Ｒural Family Change”，The
China Quarterly，2000;王玲珍著，肖画译:《中国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实践再思考———兼论美国冷战思潮、自由 /本质女性主
义对社会主义妇女研究的持续影响》，《妇女研究论丛》2015 年第 3 期，第 5－19 页。



有关社会主义与妇女解放的相似讨论和结论也出现

在同时期东欧和其他第三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革命

历史的研究中［2］。90 年代以来国内外关于社会主义
革命具有父权制本质以及社会主义女性解放应该独

立于其他政治运动的观点和看法，大多源自这批 20
世纪 80 年代的研究⑤。历史学家尼尔·戴蒙德( Neil
J． Diamant) 在回顾这段学术史时，曾用“日常智慧”
( conventional wisdom) 来形容这批研究在知识界的
深远影响⑥。
实际上，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这批研究刚刚问

世之时，西方社会性别史领域内部就对社会主义妇

女解放的研究状况和趋势提出了质疑。1989 年，玛
丽莲·杨( Marilyn B． Young) 等 19 位致力于中国、欧
洲及其他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

性别史研究的知名历史学者集结出版了论文集《期
许的笔记: 向社会主义过渡中的女性》( Promissory
Notes: Women in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编者在
该论文集“前言”中正式提出了学者不得不面对的
研究困境。一部分同情社会主义革命的史学家认
为，东欧及新独立的亚非拉国家受经济和政治稳定

等多方面条件的局限，妇女地位和生活水平的提升

与其他问题一样，面临着发展与革命的矛盾。研究
者敏锐地指出，第三世界国家社会主义妇女解放问

题与民族国家问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很难割裂。
也有学者认为，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张力导致无法深

入分析社会主义革命妇女问题。她们指出马克思主
义经典和革命理论本身有着重大的缺陷和局限，如

其缺乏对于社会性别分工的分析，缺乏有关“封建”
思想文化持续存在的深入讨论，缺乏体现女性特别

是普通女性视角和经历的材料，这进一步局限了开

放性问题意识的出现［2］(P8)。
与此同时，中国领域的劳工史和妇女史专家

贺萧( Gail Hershatter) 和韩启澜 ( Emily Honig ) 直指
20 世纪 80 年代三部代表性著作存在的问题。三
部代表性著作出版问世后，两位专家很快撰写书

评，分别发表在颇有影响的社会性别理论杂志《符
号》( Signs) 及亚洲史研究核心期刊《亚洲研究杂
志》(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上。两位学者都注意
到，相关研究中频繁使用的“父权制”这一概念过
于笼统抽象。贺萧指出，使用这一笼统概念的潜
在后果是忽略现实状况，尤其是忽视家庭内部的

动态权力变化［3］(P567)。韩启澜指出，研究者频繁使用
这一宽泛概念，使人们“看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
么”［4］(P8)。另外，她们指出这些研究中少见真正的、

具体的女性经历，而多见中共政党政策陈述概括的

女性形象，并且有将“政策”等同于实际情况的倾
向。贺萧指出，这些缺陷的存在，使得研究者试图
阐释证明的“社会主义父权制”至多是一种推断，很
难说是有确凿根据的结论( “more suggestive than
conclusive”) ［3］(P567)。由此可见，西方史学界内部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已经清楚地指出这批研究在史
料、方法论和问题意识上的重大局限和疏漏。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这些
研究在中外学界有着持续的影响。“这些影响甚广
的著作中关于性别和社会主义所得出的普遍性结论

和所使用的理论框架甚少受到挑战。”［5］(P7) 王玲珍指
出，这批研究的本质问题在于其将中国社会主义革

命从更广阔的政治、经济、社会语境中剥离出来，并
将社会性别研究和实践局限在个人权利和家庭革命

的范畴之内。换句话说，这些研究更多地体现了这
些作者及受到这些研究影响的 80 年代中外知识分
子自身对于家庭和个人解放的愿景，而这一愿景自

觉或不自觉地附和了当时的冷战意识形态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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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批研究提出的观点和看法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内 20 世纪 80 年代的社会性别研究及文学批评研究。这一时期颇有
影响的代表性研究，见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年，该书被收
入李小江主编的“妇女研究丛书”。
Deil J． Diamant，“Ｒe-Examining the Impact of the 1959 Marriage Law: State Improvisation，Local Initiative and Ｒural Family
Change”，The China Quarterly，2000。王玲珍在其研究中同样注意到戴蒙德对 20 世纪 80 年代研究的评述，见王玲珍著，
肖画译:《中国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实践再思考———兼论美国冷战思潮、自由 /本质女性主义对社会主义妇女研究的持续
影响》，《妇女研究论丛》2015 年第 3 期，第 7 页。本文采用了王玲珍的翻译“日常智慧”( conventional wisdom) ，因为“日
常”更能体现 80 年代研究在中西知识界的普遍影响。



由此，我们今天的中国革命和妇女解放研究有

必要对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研究进行梳理和反
思。而且，笔者认为这一梳理和反思应该在经验研
究和问题意识两个层面并行。对于反思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有关革命的叙述，学者钟雪萍一针见血地

指出，妇女解放问题富含革命与历史的双重内涵⑦。
一方面，妇女解放是社会主义革命特有的命题，革命

解放劳苦大众的使命给广大劳动妇女带来了前所未

有的结构性变化，“妇女解放由此得以成为中国革命
重大成功之一。另一方面，妇女解放的实践显示出
革命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包括倒退的挑战”［6］(P12)。钟
雪萍指出，这对矛盾有共同的基础，即 20 世纪中国
革命变革和重建社会结构的目标，以及革命主体对

于这种变革和重建的强烈诉求。正是在这样的意义
上，妇女解放和中国革命历史的研究者才能以一种

辩证和批评分析的眼光和问题意识回到历史，审视

革命实践，反思革命与妇女解放的历史经验。这也
是今天我们反思 80 年代研究、重新审视中国革命历
史及其世界性意义的重要理论出发点。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国内外的史学领域出现

了社会史转向，随之而来的是大量地方档案史料的

发掘和具象经验研究的出现，这极大地推动了中国

革命和妇女解放的研究。以张静如先生为代表的党
史学者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提出有综合视
野的社会史研究，推动了党史、革命史研究的学术
化，整个领域日趋摆脱了教条革命史纲的束缚⑧。
史学领域涌现出的大量经验研究增进了我们对 20
世纪中国妇女生活、家庭、婚姻等各个面向的了解。
比如，家庭和婚姻研究领域出现了关于地方婚姻风

俗、婚姻财产、择偶的心态、满足感等具体的经验研
究⑨。随着经验性研究的积累，史学研究者不断生
发出更能呈现妇女和妇女解放运动历史境遇、不同
层次经历的、更具开放性的问题意识。史学领域和
社会性别领域的学者们充分认识到中国社会、地方
经历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与此同时，也面临着在肯
定地方经历多样性的前提下，如何重新思考社会变

革这一根本问题瑏瑠。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革命
历史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琐碎、具象的地方层
面，还需具有结构性的视野，呈现革命中国地方与

国家的关系; 需要正面思考革命的地方实践，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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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钟雪萍:《为什么反思“革命与妇女解放”成了女性的专业》，《妇女研究论丛》2017 年第 5 期。亦见钟雪萍与柯瑞佳
( Ｒebecca E． Karl) 合作翻译蔡翔的《革命 /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 ，Ｒe-
becca E． Karl，and Xueping Zhong，Ｒevolution and Its Narratives: China's Socialist Literary and Cultural Imaginaries，1949－1966，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2016。
参见张静如:《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历史研究》1991 年第 1 期，第 89－96 页。有关社会史转向与新革命史
的提出，见李金铮:《向“新革命史”转型:中共革命史研究方法的反思与突破》，《中共党史研究》2010 年第 1 期;黄道炫:
《关山初度:七十年来的中共革命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20 年第 1 期;应星:《新革命史:问题与方法》，《妇女研究
论丛》2017 年第 5 期。
有关英文学界妇女和社会性别史研究的综述，见 Gail Hershatter，“State of the Field:Women in China's Long Twentieth Cen-
tury”，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2004，63( 4) ，PP. 991－1065。近期中国内地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述评，见秦方:《在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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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alifornia Press，2011; Neil Diamant，Ｒevolutionizing the Family: Politics，Love，and Divorce in Urban and Ｒural China，1949－
1968，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 Neil Diamant，“Ｒe-examining the Impact of the 1950 Marriage Law: State
Improvisation，Local Initiative，and Ｒural Family Change”，China Quarterly，2000，P. 161; Wang Zheng，Finding Women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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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革命文化、政党政权、性别革命更为深入和复
杂的认识，特别是如何思考革命过程中的家庭、人
际网络等既有传统和地方因素、革命的“大纲”与
“小纲”之间的关系、晚清—民国—中共革命的连续
性等问题［7］(PP5－8)。
《革命中国的婚姻、法律与性别，1940－1960》精
准、系统地回应了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相关经验
研究和问题意识。丛小平的研究极大地得益于
2000 年左右开放的 1937－1950 年陕甘宁边区高等
法院档案及其采集的相关当事人的口述。该研究从
1943 年陕甘宁边区中共婚姻改革的地方实践入手，
揭示中共作为一个意识形态上主张性别解放和阶级

平等的外来政治力量如何进入陕甘宁地方。研究细
致地爬梳历史档案，追问和揭示陇东边区革命语境

中的家庭和女性自主的复杂面向，反思革命与妇女

解放的历史问题。
二、革命的地方实践:婚姻自由观念在陇东
随着地方档案的开发和研究视野的开阔，越来

越多的中外研究显示，中共革命由城市转向农村的

过程激发了中共从话语、组织形式到政策层面的多
方位变化。近期有学者提出“地理学视角”，从地
缘、环境生态、红白区、民族志等多维和跨学科角度
审视中共革命的历史进程［8］。该视角的提出无疑有
利于推进细腻而不失结构性的研究。但令人遗憾的
是，该地理人文学视角尚未明确纳入社会性别的维

度。丛小平的研究显示，陕甘宁交界的地理人文状
况形成了特殊的婚性风俗与家庭结构。其与中共革
命婚姻理念产生的冲突和融合，塑造了革命实践的

轨迹。
1939 年，中共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边区婚姻
条例》。该条例继承了苏维埃时期的婚姻法，整体上
继承了以个人自由意志和情爱为基础的五四“婚姻
自由”观念，即婚姻是个人意志和情爱的归属; 与此
同时，中共革命的期许是无论任何阶级和财产状况

的个人都能享有这样的“婚姻自由”权利。然而，该
婚姻条例实施初期引起了边区地方村民特别是青年

男性农民家庭的强烈不满和抵制。边区政府分别于
1944 年和 1946 年两次修改该婚姻条例。

对于这段史实，学界并不陌生。然而如何评价
这两次修改，成为 20 世纪 80 年代西方社会性别史
学者评析中共革命与妇女解放问题的一个焦点。朱
迪思·斯泰西等学者认为，这样的修改说明以男性为
主的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屈服于农村男性和封建传

统家庭利益，在政策制定上仍然存在性别歧视［9］。

丛小平的新近研究指出，当时外来的中共“婚姻自
由”观到达边区后，出现了水土不服的情况。她认为
边区政府最终修改法条恰恰是革命政权与地方文化

相互作用的结果，而非父权制意识形态使然。

国内外学者早就注意到，陕甘宁边区的地理和

人文环境与中共劳工革命时期的城市和苏维埃南方

根据地环境有所不同瑏瑡。作为边区主要组成部分的
陇东地区处于清代帝国版图边缘，长久以来形成了

特有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历史上清廷更注重其边
疆军事的作用，忽视地方社会和教育的发展，加之清

末民初的政治文化变革和运动对此地影响甚微，与

清代腹地、发达沿海城市相比，这一地区受儒家意识
形态和社会文化的影响要弱得多。据相关地方志记
载，明代该地区居民以军事人口和农业移民为主，该

地区所在的庆阳府出现了 42 名进士;清代虽人口有
所增长，但只有 13 名进士。1870 年，庆阳府仅有 5

个学府;清末新式学堂兴起之时，该地区没有出现任

何新式学堂。20 世纪 30 年代中共势力进入时，第
一所现代小学才得以兴建。直到 1956 年，华池县才
建立了第一所初中。20 世纪 30 年代该地区文盲率
极高，村子方圆百里找不到一个能够写春联的

人［1］(PP37－38)。当地的社会教育状况可见一斑。

丛小平发现，这样的地方人文地貌孕育了特殊

的地方婚性风俗。五四“反传统”话语中描述和抨
击的儒家父权家长制文化在该地婚性文化和习俗中

并不常见，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首先，陇东地
区的“小家庭”由来已久。“五四”提倡的婚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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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往往预设的是四代、五代同堂的儒学士绅大家
庭。相比之下，陇东地区农村家庭的规模都很小，不
过两三代人，通常是一对年轻夫妇加上他们的父母

和孩子，或者是一对夫妇和未成年的孩子。一般情
况下，兄弟成婚后就要分家［1］(PP43－50)瑏瑢。陇东地区地
处黄土高原，北邻蒙古草原，长期受农业移民影响。
人口流动、季节性移民劳工等地方状况和风俗使得大
家庭不易形成。据华池县志记载，陇东地区 1934 年
每个家庭平均有 4 人，1947 年也才增加到 6 人［1］(P46)。
其次，该地区的婚姻习俗，并不符合五四话语中女性

完全是父权制封建家庭伦理的受害者这个逻辑。儒
家文化的削弱、草原文化的影响，加之经济贫困，使
得这里农村男女做出的有关婚姻和家庭的抉择，成

为一种求生计、衍后代的“生存策略”［1］(P50)。也就是
说，婚姻的抉择更多取决于经济因素而非伦理。在
这种状况下，寡妇改嫁现象十分普遍。根据当地风
俗，如果夫家要求或寡妇本人坚决不离开夫家，那么

寡妇可以“坐堂招夫”。寡妇与后夫所生的孩子可
能会同时负责两家的生计和繁衍。另外，该地区不
仅有“典妻”现象，还有“典夫”现象，如果男人穷得
娶不起媳妇，也可以把自己“典当”出去。这一地区
不仅有童养媳的现象，还有针对男性的类似风

俗———“站年汉”。由于地方整体的经济状况，该地
区大多实行一夫一妻制。一妻多夫的婚姻多是因为
丈夫残疾或者无法生育，妻子通过“招夫养夫”以获
得家庭生活来源，生育后代。丛小平指出，当地每一
种婚性习俗都有涉及男女的两种形式，并不单独针

对妇女［1］(P43)。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父权制在当地
缺席。
丛小平指出，该地的父权家长制是以另外一种

形式出现的，即父母包办未成年子女的婚姻。根据
当地风俗，孩子最早两三岁、最晚十岁左右时，父母
会给孩子包办婚姻。该地有早婚的习俗，最小适婚

年龄为十二岁。为了保证订婚的有效，男方家庭要
向女方交付一定的彩礼，并签订一定的书面或口头

契约。从订婚之日到成婚，男方家庭会陆续将彩礼
支付给女方。当然，一旦订婚双方出现问题，女方家
庭需要偿还一定数量的彩礼。根据这一风俗，婚姻
始于订婚，也必然涉及财产的转移。另外，婚姻从一
开始就是两个家庭的事情，而非仅仅涉及婚姻男女

双方个人。
1939 年颁布的《边区婚姻条例》体现了中国共
产党试图在边区推动以个人性爱为基础的现代婚姻

和家庭的美好愿望，这样的对于婚姻和家庭的认识，

承载了五四时期“婚姻自由”思想和社会主义革命
追求的性别平等和妇女解放的崇高信条。然而，长
久以来婚姻在陕甘宁地方是农民重要的“生存策
略”，是两个家庭而非个人的事情。在丛小平看来，
这一地方婚俗与中共革命婚姻理念的巨大差距，是

导致《边区婚姻条例》实施初期地方混乱的深层次
原因。但丛小平没有止步于革命观念与地方实况的
差距，恰恰在这一差距和冲突中，她进一步考察了地

方男性农民、妇女和边区政府在婚姻法实践中的角
色和作用。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层次相对于以往的
研究是重要的推进。
三、革命的地方实践:离婚案件中农民朴素的初

衷和边区法院的调整

有学者注意到 1937－1950 年陕甘宁边区高等法
院的档案主要涉及婚姻和土地两类案件瑏瑣。尤其值
得注意的是，1939 年《边区婚姻条例》颁布后边区离
婚率上升，退婚案件数量也大幅增加。对 1939 年案
件的统计显示，各县共 273 起司法诉讼案件，其中 48
起为婚姻纠纷; 仅 1941 年上半年，婚姻纠纷就上升
到 271 起中的 71 起瑏瑤。其中绝大多数是女方家庭提
出的离婚诉讼或要求终止此前的婚约。此时边区也
不断出现来自男性农民家庭的抱怨。这些数据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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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表面上看是《边区婚姻条例》实践初期妇女行使
婚姻自由的权利，男性农民对此产生不满。然而丛
小平的研究显示，事实远非如此。
如前文所述，中共 1939 年颁布的《边区婚姻条

例》认为婚姻必须建立在双方自由意愿的基础上，是
男女双方个人的事情，并没有考虑到边区地方已经

存在的婚俗状况。地方婚俗认为婚姻始于父母包办
的“订婚”，退订也就相当于离婚; 退婚时，女方必须
偿还一定数量的彩礼。《边区婚姻条例》完全忽略
了这两方面的现实; 该条例并不认为订婚是合法的

婚姻状态，也没有涉及如何处理退婚和彩礼产生的

经济纠纷。丛小平注意到，这导致地方法务人员在
处理退婚问题时无法可依，只能按照已有的风俗将

退婚视为离婚处理瑏瑥。更重要的是，地方档案显示，
在边区政府宣传以个人意愿为基础的“婚姻自由”
的同时，掌控“婚约”的父亲往往挟持其家中的男孩
或女孩以“婚姻自由”为说辞，试图解除已有的婚
约。这一颇具戏剧性的现实，恰恰是《边区婚姻条
例》施行初期边区法院遇到的主要挑战。丛小平结
合个案分析，证实了这一点。
丛小平注意到，20 世纪 30 年代边区所在地区

出现了大量女方家庭因为彩礼数目低而退婚的案

件，甚至出现了“一女两许”“一女多许”的现
象［1］(P54)。这种状况的出现有诸多原因。首先，二三
十年代自然灾害、饥荒、农村破产等原因使得订婚彩
礼成为陇东地区贫困农民解决经济困难的重要手

段。其次，随着中共红军进入该地区，男性人口迅速
增加，也加剧了当地性别比例的失调。再次，这一时
期的通货膨胀使得彩礼数目不断增长。在这种状况
下，此前把女儿许配出去的家庭感到之前的彩礼太

少了，越来越多的女方家庭要求男方家庭在婚前另

外支付一个“二成礼”。如果男方家庭拒绝，女方就
会延期或取消婚礼。丛小平对此时的案件记录分析
显示，对于大部分女方家长来说，最为简单的方式就

是将女儿再许配一家，并立即举行婚礼，以获得更高

额的彩礼。而等到第一个男方家庭发现时，女孩已
经成婚，从第二个家庭得到的彩礼也已经花掉了。

因此，第一个男方家庭会起诉女孩的家庭行骗，第二

个男方家庭也会跟进。丛小平指出，这种“一女多
许”的情况是陕甘宁边区法院卷宗中离婚案件和纠
纷增多的重要原因。可见，离婚和纠纷案件数量的
增多并非妇女行使婚姻自由权利的结果，也不能由

此推出，农村男性对边区婚姻法的不满是出于农村

妇女有效行使了婚姻自由权利。

边区高等法院的卷宗显示，在许多婚姻纠纷中，

女方往往在政府的帮助下胜诉。丛小平指出有以下
原因。首先，“婚姻自由”的政策实践实际上为女方
家庭无偿退婚提供了法律根据。其次，案件审理过
程中，父母往往会得到女儿的配合。这类案件的一
般状况是，女儿在父亲的陪同下，以反对包办婚姻和

婚姻自由的名义去乡政府请求解除婚约。政府需要
女儿表态时，女儿大多数状况下会自愿与父亲配合。

丛小平认为，其重要的原因在于女儿能从退婚中受

益。在当地风俗中，嫁妆是女儿的唯一私产，而订婚
时因为孩子还小，彩礼( 一般是银元和谷物) 往往由

父母掌持。但当女孩到了适婚年龄发生退婚时，重
新订婚的彩礼有相当一部分会成为女孩的嫁妆，也

就是她的私产。由此，女儿配合父母也是出于物质
需求的动机［1］(P57)。

丛小平指出，1939 年颁布的《边区婚姻条例》实
施初期的现实状况，不仅与中共婚姻改革的初衷背

道而驰，而且对于男性农民家庭来说，这样的现实状

况还涉及公平的问题。由于女方可以利用《边区婚
姻条例》中“婚姻自由”的说法，摆脱旧的婚约，以此
挣得更多物质利益，男方家庭会因为女方解除婚约、

不加赔偿进而落入“人财两空”的境地。正如贺萧
早些年在综述中总结的那样，农民的实践往往出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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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政策制定者和史学研究者的意料［3］(P995)。
丛小平指出，边区法院 1939 年后陆续做出的法

条修订并非出于对男性农民的妥协，而是基于以上

混乱且不公平的现实做出的调整。边区政府 1944
年和 1946 年颁布的修正条例内容和相关解释印证
了丛小平的论断。1944 年边区政府出台《修正婚姻
条例》，承认订婚的地方习俗，并规定解除婚约时要
按照彩礼的原价归还。1946 年发布新的《修正婚姻
条例》，其司法解释详细区分了彩礼与买卖婚姻。该
解释指出，前者是赠送礼物的地方习俗，表示双方对

婚姻的认可。解释还认定当钱财的总量大到可以改
变受赠人家庭的经济状况时，就可视为“买卖婚
姻”瑏瑦。1946 年的修改还将“个人自由意志”原则改
为“婚姻以自愿为原则”。丛小平的研究显示，这是
一个重要的司法核心词汇 /思想的改变。越来越多
的司法人员以“婚姻自主”为原则判定婚姻纠纷，取
代了之前的“自由”与“感情不和”。档案显示，为
了使妇女更愿意表达自己对婚姻的真实愿望，司法

人员主动了解女方家庭的情况，并试图争取妇女站

在政府的一边，表达“自主”的意愿。在司法审判
中，司法人员会在一个独立的房间里单独询问妇女

的意愿，帮助妇女摆脱来自父亲、丈夫和第三方的
压力。
不难看出，1944 年和 1946 年边区政府出台的

《修正婚姻条例》本质上是地方婚姻礼仪的合法化
和现代化。这些条例在承认地方订婚、彩礼等婚俗
的前提下，遏制女方家长利用婚姻牟利。由此，笔者
同意丛小平得出的论断，即这样的司法修改，相对于

地方的实际状况，推动了婚姻的平等。
四、革命的地方实践:陇东妇女参政的方式与国

家的回应

如果说在革命实践初期中共主张的现代婚姻观

念经历了水土不服，那么丛小平的研究显示，中共此

时的妇女工作也有相似的经历。在初期的妇女工
作中，边区政府要求妇女配合土改、抗战等政府组
织的社会政治运动。这种做法与早期中共城市妇
女运动一脉相承。然而档案显示，这样的动员工作
效果并不理想;从事边区妇女工作的女干部抱怨乡

村工作难以开展，农村妇女并不积极。在以往的革
命史研究中，妇女入党、加入中共组织的社会团体
与参加活动是衡量妇女参政的主要标准。从这个
标准来看，陕甘宁农村妇女在政治方面无疑是“落
后的”。但丛小平发现，因为边区婚姻纠纷法律判
决直接关系到女性的切身利益，常常比政治活动的

参与更能引起女性的关注瑏瑧。这一点可以从边区高
等法院档案当中反复出现的农村妇女声音得到印

证。她们积极参与诉讼和抗争，改变了政府工作人
员对农村女性的认识，并最终促进了边区法院政策

上的调整。
笔者认为，丛小平的研究打开了地方实践以及

地方—国家分析框架另一个维度的问题，即妇女入
党、加入中共组织的社会团体和生产运动，是女性参
与政治、建设国家的唯一方式吗? 农村妇女以何种
方式参与到边区政权和国家建设当中去，如何与国

家权力产生互动? 地方农村女性在争取自身利益时

利用了怎样的资源? 我们习以为常的动员与被动员

的分析思维是否将妇女等群体圈定在一个几乎固化

的组织机制当中? 我们是否兼顾了这些模式之外

的、贴近妇女现实生活和利益的、看似散乱的活动所
起到的作用?

底层女性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的问题一直以来都

是社会性别和史学界的学者关注的重点。五四运动
反传统精英笔下的中国女性，常常是数千年的封建

家庭礼教和近代半殖民半封建势力的受害者。高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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颐( Dorothy Ko) 等妇女史家基于对明清精英家庭女
性的研究指出，这种“五四”精英视角难免抹杀妇女
在传统社会和历史变革中的主动性瑏瑨。贺萧等学者
近年来开展了针对底层妇女特别是农村妇女社会生

活的深入研究［10］。近期的法制史学者利用法制档
案考察了帝国晚期到 20 世纪的国家是如何运用法
律来规范妇女和家庭的。这些学者的研究表明，一
方面，近代国家试图重新形成对女性行为和伦理

( 意识形态) 方面的控制; 另一方面，女性并不是被

动的，她们也是婚姻和性行为规范的积极推动

者瑏瑩。丛小平的研究结合了以上社会性别史、法制
史、社会史的方法和新近研究成果，从 1937－1950 年
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档案中的具体案例入手，探索

边区农村妇女以何种方式参与到边区政权和国家建

设当中去。
丛小平注意到，草原文化母系传统及当地人口

的流动性等因素使得陕甘宁地区的女性长久以来就

享有一定的自主。那么问题在于，中共革命的到来，
如何影响改变了传统地缘基础上形成的地方女性自

主。丛小平的研究发现，“抢婚”“逃跑”“搭伙计”
“找干哥哥”等婚性风俗和非正式两性关系，可以帮
助农村妇女一定程度上规避婚姻的不幸。寡妇再
嫁、“招夫养夫”等地方婚性形式是在艰苦的社会环
境中维护家庭成员稳定、保证后代繁衍的生存策
略［1］(PP70－84)。也就是说，革命到来之前的地方风俗和
婚性观念允许妇女在不幸福的婚姻和父权家长制度

外获得一定的空间和自主。而中共进入边区后，施
行土地、婚姻等社会文化改革和政治宣传动员无疑
是对当地原有的社会性别秩序的严重挑战，也相应

地冲击了农村女性的传统生活空间。丛小平通过边
区抗属问题揭示了这一新旧变革、地方与外来、传统

与革命的冲击交汇的历史时刻农村妇女与国家的

互动。

抗属问题是中共边区和根据地普遍存在的问

题瑐瑠。红军到达陕甘宁边区后，大量男子入伍参军，

也有男子因成为地方干部或政府工作人员而离开原

来的居住地。由此，边区短期内出现了大量抗属，这
个变化对当地婚性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按照当
地的劳动分工习俗，男性通过劳力提供家庭基本所

需，妇女基本不下地劳动，只负责生儿育女、操持家
务。与此同时，丈夫因参军等原因离家，妻子与公婆
共同居住，她们会面对诸多生活和精神上的压力。

丛小平的研究显示，清涧县近一半的抗属婚姻出现

了问题。当地许多男子在 1934－1937 年参加红军，

到调查之时大部分战士已离家十年左右，有些人杳

无音讯［1］(P92)。在这种状况下，出于规避经济和精神
压力等原因，妇女取消婚约、另嫁他人等情况频繁出
现，边区抗属离婚纠纷随之增加。

1939 年颁布的《边区婚姻条例》规定，离婚的前
提是“感情意志完全不合，不能同居”。这里对离婚
前提的界定反映了以个体情爱为基础的现代婚姻观

念:婚姻是男女双方个人感情和意愿的归属，当这个

意愿和感情不存在时，离婚才成为合理合法的选择。

这样的离婚观没有考虑到，对于边区农村妇女来说，

婚姻和伴侣是维持生计的重要手段。由此，抗属基
于经济和物质的请求并不能成为官方认可的离婚依

据。这一点在边区司法卷宗中有颇为集中的体现。

丛小平发现，司法人员在审理离婚案件时，妇女都说

自己与丈夫感情不和，而当司法人员问她们怎样不

合及有何证据时，她们的答案是，丈夫不在家，“不给
吃不给穿”。对于当地妇女来说，有吃穿、有丈夫在，

121

瑏瑨

瑏瑩

瑐瑠

高彦颐著，李志生译:《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Patricia Ebrey，The Inner Quar-
ters: Marriage and the Lives of Chinese Women in the Sung Period，Berkel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 Susan Mann，Pre-
cious Ｒecords: 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Stanford，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Philip Huang，“Women's Choices under the Law: Marriage，Divorce，and Illicit Sex in the Qing and the Ｒepublic”，Modern Chi-
na，2001，27( 1) ，PP. 3－58; Matthew Sommer，Sex Law，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
sity Press，2000．
近期研究见岳谦厚、徐璐:《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军婚问题》，《晋阳学刊》2014 年第 1 期，第 41－47 页;岳谦厚:《抗战
时期中国共产党军婚保障机制———以华北抗日根据地为中心的考察》，《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7 年
第 1 期，第 98－110 页。



就是她们对婚姻的最基本要求。但这种要求并不符
合中共婚姻法条期待的以感情为基础的婚姻关系。
抗属口中的没吃没穿并不能构成离婚的理由。在这
种状况下，丛小平发现，边区离婚案件中，农村妇女

以各种方式包括利用“婚姻自由”“包办婚姻”“家庭
压迫”等官方和政治性的说辞来为自己的选择进行
辩解［1］(PP93－95)。由此，丛小平向读者展示出，虽然革
命的到来严重地挑战了地方旧有的婚性习俗和女性

权力空间，而抗属并非被动地接受变化，她们积极地

参与边区婚姻案件诉讼纠纷判决等直接关系到切身

利益的事务中去。而妇女与政府的互动又是怎样的
呢? 边区法院对此做出了怎样的回应呢?

1939 年颁布的《边区婚姻条例》实施初期，农村
妇女特别是抗属的抗争迫使边区政府和法院反思其

司法依据，考虑如何应对地方婚性风俗。丛小平在
书中援引了一段 1942 年边区高等法院在批示离婚
案件时的判决书，颇能说明这一点。判决书指出:
“不能机械地搬用婚姻自由原则，援引‘感情不合’
条文，良以陕北乃经济文化落后之区，落后之妇女常

因爱富嫌贫每每借口感情不合欲离穷汉另适高门，致

令穷人有再娶之难，且减少其家庭劳动力，影响生产

及生活之改善。亦有不走正道之妇女，滥用婚姻自由
随便恋爱，乱打游击，朝婚暮离，视同家常便饭者。亦
有离了婚，前妻不走，男人再娶，老百姓讥之为‘大小
老婆’者。亦有……此皆由于对离婚操取绝对自由所
致。”［1］(PP100－103)瑐瑡可以看出，法官清楚地认识到地方
实际状况，不能仅仅从“感情不合”的理想型婚姻出
发判决案件。
在边区妇女特别是抗属的抗争下，1943 年边区

政府出台了《抗属离婚处理办法》，1944 年出台的
《修正婚姻条例》也加入了关于抗日军人配偶离婚
条款。1944 年的《修正婚姻条例》规定，抗日军人配
偶原则上不准离婚，但如果军人配偶五年内得不到

丈夫的音信，未婚妻三年内不得音信，则可向当地政

府申请离婚或废除婚约。丛小平指出，这两部条例
明确了抗属离婚的规定，实际上也强化了国家对农

村妇女的制度控制，使得她们不得轻易离婚。与此
同时，这些规定也给抗属们设下法定具体的期限，使

得抗属离婚和改嫁都受到法律和政府的保护。可以
看出，边区政府在抗属问题的处理上与前面叙述的

离婚案件逻辑相似。边区政府回应了地方 ( 抗属)
基于生存需求做出的抗争，选择性地吸纳和规范了

地方婚俗，国家基于地方的实际状况调整了对婚姻

和女性身体的控制。
五、从地方到国家:革命与妇女解放
丛小平对于革命地方性的立体呈现和深入阐

释，并未止于理念与实践的差别、国家与社会的对
立。书中呈现出的边区婚性风俗的多样性、农村男
女的能动性以及地方和边区政府司法人员的应变，

彰显了参与到革命实践过程中主体经历的多样性和

复杂性，也从一个侧面呈现出延安时期中共政权较

强的吸纳和整合能力。这一灵活的战略和文化定位
政策，使革命政权和国家在承认传统自治的同时，也

改造了落后的文化共同体。这些战略和政策在一定
程度上可以解释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逐步发展

和壮大。
学者贺桂梅近期指出，在呈现和解析 20 世纪

40－70 年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历史时，回到中国
的具体历史情境中，有利于我们重新思考革命政治

与女性议题特殊性之间的辩证关系［11］(P6)。丛小平对
于陕甘宁婚姻改革历史过程的考察，恰恰是回到了

革命地方实践的历史现场，呈现出了丰富而曲折的

社会性别革命图景。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西方社会
性别史家的一种看法是，性别平等和妇女解放的政

治运动和实践应该有自治独立的地位，妇女解放不

能是为别的东西而斗争的偶然结果，它需要自己的

策略，社会主义政党国家必须组织对于具有父权性

质的社会机构的正面声讨，才有可能实现性别平等，

妥协、迂回和平衡的做法是不够的。丛小平基于革
命地方实践的研究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中共社会改革

的社会性别面向，深刻地展现了革命中国妇女解放

问题的复杂性。从 20 世纪 40 年代陕甘宁边区婚姻

221

瑐瑡原文见《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档案》，第 15－33 页，转自丛小平: 《左润诉王银锁: 20 世纪 40 年代陕甘宁边区的妇女、婚
姻与国家建构》，《开放时代》2009 年第 10 期，第 75 页。



法改革的历程来看，显然妇女权益和男女平等的问

题与地方风俗、经济民生及政党政权的建设是有机
一体、不可分离的。这一结论也印证了近期学者有
关性别革命与中共革命研究的论断瑐瑢。必须指出的
是，边区政府和革命政党是推进婚姻法等社会变革

的领导者和决策人，作用重大。由此，对于边区政治
的考察，特别是对边区政府男女精英干部的性别观念

和实践的考察，也是十分重要的。众所周知，20 世纪
40年代中共内部经历了激烈的政治斗争，这些高层政
治的揭示将有利于我们更进一步探讨中共革命的性

别主义面相瑐瑣。缺乏对于边区政府和政党内部政治
的考察，是丛小平研究的不足之处。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中共革命史研究与社会
性别研究相似，受到了西方社会理论和相关研究的

巨大冲击。在这样的境遇下，正如学者宋少鹏所言，
我们的研究是否具有“长时段的历史脉络与宽阔的
全球视域中理解自己文化与精神特质的能力”是学
者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12］(P50)。从这个意义上说，我
们期待更多立足革命地方实践、“无关东西”的革命
史和社会性别史研究［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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